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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內沒有怎樣處理競爭——區內 

的、區際的競爭——這一經濟活動、區域發展中不能避免（或應說是最常發生）的 

過程。在整份文件裏，只有一處談到競爭：「大灣區內部發展差距依然較大，協同 

性、包容性有待加強，部分地區和領域還存在同質化競爭和資源錯配現象。」（第 

一章第二節）除此以外，文件所提及的競爭，是關於競爭力，而不是不同地方之間 

的關係、互動、競賽。這就是規劃。 

文————呂大樂 

《綱要》背後的精神是假設經過規劃、協調，第二節所提到的惡性現象，將會受到 

控制或全面消失。這是運用「有形之手」的一種「特殊」邏輯。由於存在一種高層 

次的規劃、協調、統籌，地方、企業所需要做的只是配合和擔任被安排好的角色， 

各自做好本份，預期的效果自會出現。當然，這只是官方論述，在現實生活裏，規 

劃之下亦一樣經常會出現各種惡性競爭。的確，各個地方各有不同的利益，不可能 

太過安分。利益擺在眼前，不可能完全不為所動。所以，競爭是存在的，只是不好 

公開討論而已，更不方便以此作為出發點，來思考究竟區域整合是怎樣動起來的。 

誰當龍頭 是影響區域佈局的大課題 

但我們可以想像，在一般的情况下（例如區域之內各種資源要素可以自由流通，又 

或者內部並不存在制度上的區隔，以至某些產業不能完全按市場規律而在有關的空 

間內自由發展），像大灣區的一個區域，必定由其中一個城市突圍而出，取得領先 

的地位和優勢。而這個所謂誰來當龍頭的討論，也並不只是一種虛名的追逐，或者 

純粹是名份之爭，而是很實實在在對整個區域的空間經濟佈局可產生十分深遠影響 

的一個重大課題。直接的說，誰當上龍頭，便可對周邊的地方起着支配的作用。我 

們可以抱着善意來談分工合作、優勢互補，但在現實世界裏怎樣的分工、誰擁有領 

先優勢，將決定由哪個城市來取得最高增值的經濟活動。不錯，區域發展本身並不 

是一場零和遊戲，可是我們也必須明白，在發展過程之中，大家關心的問題並不止 

於有沒有半點好處，而是誰會有機會佔據了發展先進生產力、提供高檔次的專業服 

務、負責高增值的生產程序的位置。以往討論經濟的升級轉型，焦點就在這些問題 

之上。如果我們以為參與大灣區的未來發展的城市不應斤斤計較，可以將這些問題 

放在一邊，那恐怕只是主觀上的良好意願、自欺欺人的想法而已。 

我會明白，有些事情只可低調地進行，而不宜公開討論，如果太過張揚的話，結果 

只會是弄巧反拙。所以，有競爭意識跟公然以競爭之名而為自己定位，是很不一樣 

的事情。就算香港想「爭」，也不要宣之於口。不過，如何在保持低調的狀態下為 



競爭做準備，想辦法擊倒競爭對手，可以說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坦白說，如果香港 

跟深圳同屬於同一個經濟體，沒有兩制的區別，共同處於一個區域，而同時又以科 

技創新作為發展大方向的話，則後者顯然是佔了上風。問題不在於香港缺乏創新的 

能力或具備創新力的企業，而是我們沒有深圳的科技應用空間和相關行業、企業所 

構成的經濟生態環境。與此同時，我們也沒有深圳那種招攬和容納來自全國的專才 

的環境，和有效地善用國內市場規模的便利。如果在短期之內香港仍有可以發揮的 

角色，那是因為一國之中存在兩制，一方面壓抑了內地的某些發展（例如更直接與 

國際接軌），而同時另一方面則保護了香港的特殊性，令我們依然有些角色可以扮 

演。在某個意義上，香港的生存策略乃繫於兩制的延續（或甚至進一步擴大）。當 

整個大灣區變得劃一化、趨同化的時候，香港恐怕會變為扮演輔助的角色，通過提 

供專業服務以支持深圳在增值梯階上逐步爬升。這對香港來說不見得就很失敗，不 

過這跟以前直接擔任主導的角色，就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香港生存策略 繫於延續兩制 

由於「競爭」這兩個大字不放在議題之上，在未來大灣區的發展過程中，這個關於 

競爭的議題恐怕將會是繼續心照不宣，而不會以它作為戰略的一部分來對待。同樣 

的問題放在內地的話，我不會擔心，因為地方官員都熟悉這個規劃的遊戲，知道如 

何陽奉陰違，更明白怎樣藉政策出台而另有一番作為。規劃從來是有取有捨，需要 

好好利用，而不是被牽着鼻子走。可是，當系統性的規劃放到（一個對規劃頗為陌 

生的）香港的環境裏，則肯定是一次對政府領導以至整個社會的重大考驗。 

在政府方面，如無意外，特區政府很快便會察覺到，原來在它手裏其實並沒有什麼 

政策工具、手段，可以立竿見影，迅速交出一些表面的成績或滿足某些指標的期

望。 再者，政府的很多工作都要接受市民監督，加上在區議會（雖然只屬諮詢性

質）、 立法會均無為政策護航的把握，要有所作為，要層層過關。更重要的是，

要動起來， 並且要配合宏觀的規劃框架，其實需要市民積極回應。長期以來，香

港人不依靠 （大概也不期待）由政府來主導個人發展的路徑和方向，在他們眼

中，政府的角色 只在於提供一個友善的環境，由個人決定如何從中取得機會和好

處。要改變這種民 眾回應的方式，那一定要政府完全改變其一貫的角色。舉例：

假如政府對「一帶一 路」的態度並非只是做個支持的姿態而已，而是真的希望會

有點成績，那我很難想 像香港不作長遠投資——如年輕人學習阿拉伯、俄羅斯、

眾東盟國家的語言與文化， 培養一批專家——而會有所突破。要做到這樣的效

果，則不可能只是成立一個獎學 金便可成事，而是還要跟進開創就業機會。要完

成整個程序，政府領導要有心理準 備，政府的角色愈嵌愈深入。 

看似細節的東西 其實需講清楚 

在社會的方面，市民對個人前途自有打算，同時他們也不太相信緊跟來自政府的信 

息、政策會是好的方法。以香港政府（無論九七之前或之後）一向的表現，它既不 

會作出什麼保證，而就算表面上有所承諾，大家亦不會盡信。市民的回應一直都是 



十分個人化的——這是香港人可愛的一面，但也因此而不易統一步伐。現在，面對 

大灣區，政府的官方論述，先將焦點放在年輕人身上，再而將問題理解為他們是否 

願意踏足內地，只要他們放下偏見，願意嘗試，便前途無可限量。這樣的一套說法 

不是完全沒有實證基礎（例如年輕人的確對內地有強烈的看法），但假如政府是認 

真推動大灣區發展，則肯定需要正面面對一些最基本的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在過 

去十多年裏有關港人在內地工作的統計數字可見，對香港勞動力的需要愈來愈集中 

在專業及輔助專業、經理及行政管理人員之上。如何提高內地對香港人才的需求 

（數量及不同職業），是很需要政府認真思考如何可以辦得到的事情。而現時一些 

人所提出的建議例如「港人港稅」，其實只會惠及已經進入大灣區的香港人，而這 

對將來內地增加對香港人才的需求，正面作用並不明顯。事關港人減少交稅，只會 

將成本轉嫁到內地單位，令僱用香港人的成本更高。由於成本增加，而考慮到物有 

所值，在這種稅務安排底下將來僱用港人，只會更集中於高端人才之上。這樣的一 

種政策思維，究竟是針對哪一個社會階層的年輕人呢？是幫助更多人進入大灣區？ 

還是幫助更專的人才在區內發展？這些看似只是細節的東西，其實需要講得一清二 

楚。在未有好好說明之前，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繼續對特區政府的政

策、 舉動半信半疑（甚至是懷疑多於信任），不無道理。在投入規劃之前，或者

政府與 社會都需要重新溫習一下「香港人與香港社會 ABC」。 

（二之二）  

在某個意義上，香港的生存策略乃繫於兩制的延續（或甚至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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